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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多京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

丁海斌

摘 要：两京主体制发源于殷商，此后经历了东西平衡型和南北平衡型两个发展阶段。东西平衡型两京主

体制是中国古代多京体系下两京主体制的主要形式。它肇始于西周，中历两汉、新朝，直至隋、唐等朝代；元、

明、清三代则实行了较明显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两京主体制一般伴随着形式、完整程度有所不同的政治体制

双套制。两京主体制的形成主要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由于两京主体制在中国古

代长期存在，古人已形成了较成熟的两京观念和较高的对两京主体制的认同度。两京的交通是一件重要的事

情，特别是皇帝来往于两京之间，不但规模宏大、礼仪隆重，还需建有大量行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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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都城制度，总体上以多京制为

主，形成了多元化的都城体系。但在实行多京制

的过程中，大多又以两京（首都与某一重要陪都）

为主体，其他陪都则居于次要地位，这样就形成

了多京制都城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这种体制

在唐、宋、元、明、清各朝已经极为普遍，并渗透到

古人的观念中。多京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在中国

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的两京制问题，学界已有所

涉及，研究的重点在明代的两京制，如郑天挺

《明清的“两京”》、刘中平《明代两京制度下的

南京》、林旭《从两京一都制到两京制——明

朝曲折的定都之路》等①，文章对明代的两京

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进

行阐释。但现有研究成果对两京制的整体

性、脉络性的研究还很匮乏。本文试图结合

中国古代的多京体系和陪都问题，对中国古

代多京体系和陪都体制下的两京主体制问

题进行整体性阐述。

一、两京制发展之两个历史阶段——

东西与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

在古代社会管理能力较低的背景下，出于

管理国家的需要，特别是管理一个大国的需要，

国家常常在首都之外设立另外的辅助性都城——

陪都，来提高管理国家的能力或满足某种特殊

需要（军事、政治、经济需要等）。而如果某一陪

都地位比较突出，就与首都一起形成了都城体

系中的两京主体制。

唐以前（包括唐朝），在国家管理中东西方

关系的矛盾（指黄河流域的东方和西方）比较突

出，所以在两京设置上以东西平衡型两京制为

主；此后，政治、经济、军事的格局发生了转变，

南北矛盾日益突出，所以在两京设置上以南北

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为主。以上两种两京制格局

是中国古代都城体系的主要格局。其中又以东

西两京主体制在中国古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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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为深远，反映了中国古代早中期的主要

政治格局。

（一）最早的两京制——商朝的两京制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目前所

知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于商朝②。商朝开始形

成了中国古代最初的陪都制度，是中国古代陪

都制度的起源时期。

商朝最初在夏遗址上建都偃师商城（也有

人认为是别都），这是震慑夏人、巩固统治的需

要。在夏人的居住地建都，固然有其建国初期

的合理性，但也有不安定因素和心理上的排

斥。此为他乡非故乡，作为新政权的主人，商人

当然希望建都在自己的老家。于是，在营建了

初期的都城——偃师商城之后不久，商王朝又

营建了一座形制和规模都较偃师商城更为庞大

的新都城——郑州商城。迁都郑州商城后，在

商朝的早中期就形成了两座都城（偃师商城与

郑州商城）并存于世的特殊格局，即后世所称的

两京制格局。在这个两京制的设置中，偃师商

城作为陪都，既可以辖摄伊洛平原，同时也是商

王室向关中平原、晋南平原进行军事扩张的前

哨重镇［1］233。

由于商朝的统治区域还比较狭小，这两座

都城之间的距离很近，与后世的两京制相比，其

实际意义相对较小。偃师商城在商迁都郑州商

城之后，仍作为陪都存在，主要是出于监视夏人

的需要，军事意义较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现有资料（主要是考

古资料）来看，商朝早中期实行两京制是较为

明确的，但它是否是多京制体系中的两京制，

还存有很大的疑问。因为，在偃师商城与郑州

商城两京并存于世的商代早中期，似乎未见其

他具有陪都地位的城市，因而也就未形成多京

制。也就是说，这时是单纯的两京制，而非多京

制体系下的两京主体制。至于商朝中后期的情

况，因为文献记载不足，较深入的问题就难以说

清了。

（二）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

两京主体制的基本走向反映了中国政治、

经济的大趋势。中国古代的早中期，黄河流域

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区域，黄河中游沿河东

西走向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大动脉，这个大动脉

的两端矗立着东西两京，即渭河平原的长安和

伊洛平原的洛阳，并由此形成了东西平衡型两

京主体制。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是中国古代

多京制体系下两京主体制的主要形式。自西周

初起，迄唐末止，除三国时期吴都建业（今南

京）、蜀都成都（今成都），东晋和南朝宋、齐、梁、

陈都建康（今南京）外，雄踞伊洛平原的洛阳和

渭河平原的长安，常常是互为首都和陪都。东

西两京，相辅相成，大约占据了中国古代约 4000
年都城史的一半时间，从而成为这段时间里中

国都城发展变化的轴心。

在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中，洛阳是其中

的一个关键点。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文明

史以及繁荣的经济，使得洛阳在漫长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多次被设为都城或陪都。洛阳号称

“天下之中”，《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

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

方，四渎咸在山东。”［2］1371 洛阳因占据黄河中游

的特殊位置，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早中期政治、经

济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点，也就成为了东西平衡

型两京主体制的东京，是历代王朝控制中原及

中国东部、南部的统治据点。

（三）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向南北平衡型

两京主体制的过渡

从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向南北平衡型两

京主体制的过渡，最早始于唐代。唐代总体上

实行多京制，其中首都长安与先后设立的东京

洛阳、北京（北都）太原、南都江陵这东西南北四

京构成了一个“┿”字形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东西走向的两京重于南北走向的两京，所以仍

然是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但南北走向的两

京已开始显现。

南北走向的两京在唐代初露端倪后，北宋

则进入从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向南北平衡型

两京主体制转换的时期，其都城体系的特点是：

在黄河中游并不广阔的地区（今河南、河北），设

东南西北四京，形成了兼具东西与南北走向的

多京体制。即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与西京

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形成的东西走向，北京大

名府（今河北大名）、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

论中国古代多京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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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河南商丘）形成的南北走向，共同形成了

“┫”形多京体系，呈现出明显的从东西两京主

体制向南北两京主体制过渡的特征。

但这一时期的东西两京主体制与此前之东

西两京主体制有所不同：长安-洛阳的两京制，

从全国看意义重大，两京相连形成千里王畿，其

辐射面包括了整个中原地区，东西平衡的主体

作用明显；而开封-洛阳的东西两京主体制中，

洛阳已由东京变为西京。开封、洛阳两京相距

不远，局促在同一地区，其在全国的辐射控制作

用并不明显，东西平衡的主体作用不大。当然，

这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大势所致：宋代，中

国政治经济大势日趋向东、向南，长安已失去都

城意义，被抛弃也是历史之必然。

（四）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

元、明、清三代实行了较明显的南北平衡型

两京主体制，且两京中的陪都皆为留都。但它

们有明显的区别：明代实行的是较典型的南北

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元、清两代则是在北方地区

实行的南北两京主体制，重心明显偏北；元朝实

行的是两都（大都与上都）巡幸制；清朝虽然也

号称两京（北京与盛京），但盛京在全国来说，地

位并不重要，难以与北京形成真正的两元。

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有两种基本形态：

一种是在汉族统治下、大运河串联下的基于黄

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两大政治经济核心区的

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另一种是在少数民族

统治下基于中原统治中心和本民族肇兴区、根

据地的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在这两种类型

的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中，北京成为首都的

最佳选择和平衡轴心。当汉族统治时，主要在

江南经济力量的作用下，陪都设于江南，如明朝

的南京；在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主要在北方政治

意义的作用下，陪都设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

正如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形胜》引《图

书编》曰：“高皇帝定鼎金陵，文皇帝迁都金台，

则跨江、河南北而各为一大都会。盖天下财赋

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

台为其枢。并建两京，用东南之财赋，会西北之

戎马，无敌于天下矣。”［3］455总的看来，南北平衡

型两京主体制陪都的特点是：汉族政权向南设

陪都，少数民族政权向北设陪都，这是他们的政

治重心不同、发祥地不同等造成的。

二、两京主体制下的政治体制双套制

在两京主体制的都城体制中，首都的体制

设置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已阐述得较为清楚

了，所以本文重点是谈谈两京主体制中陪都的

体制建设。

我们之所以称两京主体制，之所以将首

都、陪都称为双主体，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

治体制的双套制。两京主体制下的政治体制

双套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体制的双套

制与皇家机构的双套制。当然，由于资料的局

限和历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步完善的

过程，我们对这些两京主体制中陪都机构设置

的了解也有所不同。总体来说，早期各朝代机

构设置不够完善、我们了解得也相对较少，晚

期各朝代机构设置渐趋完善、我们了解得也相

对较详细。以下因篇幅所限，择两例简要介绍

之［4］。

（一）隋、唐东都洛阳的机构设置

隋朝时，隋炀帝在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中

就写道：“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

以为民极也。”［5］61 可见，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

时，隋炀帝就着手在陪都设置一套中央行政体

系。《隋书》中对东都洛阳行政机构的变更也有

记载：“有汉已来旧都。后魏置司州，东魏改曰

洛州。后周置东京六府、洛州总管。开皇元年

改六府，置东京尚书省。其年废东京尚书省。

二年废总管，置河南道行台省。三年废行台，以

洛州刺史领总监。十四年于金墉城别置总监。

炀帝即位，废省。”［5］834

唐代，东都洛阳同京师长安一样，亦设置了

一套中央衙署。皇帝离开洛阳时，委派官吏担

任“东都留守”，统领这套衙署，保障其正常运

作，并视情况的缓急，定期或飞速向皇帝汇报工

作。东都留守例加某部尚书或检校某部尚书判

东都尚书省事，如《太平广记》载：“唐崔珙为东

都留守，判尚书省事。”［6］570所以“留守”实际为东

都分司百官之长，负责东都百司的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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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之后，皇帝不再巡幸洛阳，东都留守成为

常设职务，代表中央在洛阳主持日常工作。因

东都几次更名，故东都留守又曾称洛阳宫留守、

神都留守和东京留守等。东都留守的地位在唐

代前期和后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后期相比，前

期东都留守的地位甚高。东都留守统领的中央

衙署，有尚书省及所属六部、御史台、国子监

等。东都尚书省是唐代东都分司机构的重要组

成部分。东都尚书省并不全盘照搬长安官制，

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东都尚书省不设尚书

令与左右仆射，以东都留守为长官。东都尚书

省虽也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但六部之

下所设各司往往不齐备，六部的具体工作也和

长安官制有所区别。东都的御史台负责监察东

都留守官（京官）和洛阳地方官（外官）。开元七

年（719 年），监察御史分为左右巡，纠察违失，左

巡主管两京以内，右巡主管两京以外，包括两京

所在的地方雍州、洛阳全境。开元二十五年

（737 年），以监察御史察看两京的馆驿。大历十

四年（779 年），两京以御史一人主管驿馆，称为

管驿使。龙朔二年（662 年），又在东都设置国子

监，与长安国子监合成“两监”。后来，又设置了

国子馆、太学、四门馆、广文馆、律馆、书馆、算馆

和崇玄学等学校，由官员管理，教师授课，培养

人才。

唐代洛阳作为陪都之外，还有其他两个行

政级别，也设有相应的行政机构。即唐代陪都

洛阳共有三个行政级别：一为都城，即洛阳宫、

东都、神都、东京；二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即

府、州；三为介于都与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之间的

总管、行台、都督府。其中，洛阳作为府、州的行

政级别最为稳定。这点我们大致可以从《唐会

要》及《新唐书》中得以了解。《唐会要》卷六八

“河南尹”条载：

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废东都，置总管

府，以淮阳王道元为之。其年十一月十一

日，置洛州大行台，改为东都。六年九月二

十六日，改东都为洛州。九年六月十三日，

废行台，置都督府，以屈突通为之。贞观十

一年三月十日，改为洛阳宫。十七年五月

十三日，废都督府，复为洛阳州，以裴怀节

为长史。

显庆二年六月五日敕，洛阳州及河南

洛阳二县官，同京官，以段宝元为长史。其

年十二月十三日敕，宜改洛阳州官为东都

州县官员，阶品并准雍州。光宅元年九月

五日，改为神州都。神龙元年二月五日复

为都。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河南府，

以李杰为尹。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改为

东京。上元元年九月二十日，停东京之

号。元年建卯月，改为中都。［7］1189

《新唐书》对此也有相关记载，但不若《唐会

要》详细：

东都，隋置，武德四年废。贞观六年号

洛阳宫，显庆二年曰东都，光宅元年曰神

都，神龙元年复曰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

上元二年罢京，肃宗元年复为东都。河南

府河南郡，本洛州，开元元年为府。［8］981-982

（二）清朝盛京的机构设置

清朝统治者为了突出盛京地位，隆重陪都

体制，并模仿明制，设立了盛京礼、工、户、刑、兵

五部。盛京五部直接对中央负责。顺治十五年

（1658 年）在盛京设礼部，次年又设户部、工部。

康熙元年（1662 年）设刑部，康熙三十年（1691
年）设兵部，并设侍郎以下各官。至此，始成盛

京五部之制［9］935。

同时，由于盛京有强烈的留都性质，所以为

管理皇家事务，特设立盛京总管内务府。它是

清廷在其陪都盛京设立的皇家服务机构，其主

要职责是掌管盛京三旗包衣与宫禁等有关事

务，隶属北京总管内务府。清廷迁都北京时，内

务府也随迁北京。但盛京仍保留并扩建有皇

宫、皇陵，并经常准备接待皇帝东巡祭祖活动

等，有相当数量的包衣在粮庄、果园、采捕山场

等为皇室服务，所以需设立相关管理部门。顺

治十三年（1656 年），清廷铸发关防，设“盛京上

三旗掌关防佐领”，由三佐领中选一人掌印理

事，实际是盛京内务府的前身。乾隆十三年

（1748 年）仿照北京总管内务府对其机构进行了

改组，形成了盛京总管内务府。清朝灭亡以后

的一段时间里，盛京地区的宫殿、庄园、产业等

仍由盛京内务府管理。

论中国古代多京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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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京主体制的形成原因与

历史作用

辅助首都进行国家管理是两京制陪都得以

形成的基本原因和发挥的基本作用。即所谓

“邦畿连体，各有采任”［10］4128。在这些方面，东西

平衡型两京主体制陪都的作用比较明显，它也

是洛阳作为著名古都存在的重要意义所在。总

体而言，两京主体制的都城体系是为了建立统

一的国家。唐太宗《入潼关》诗云：“崤函称地

险，襟带壮两京。”两京使东西或南北连通，建立

统一的王畿。《汉书》载：“初洛邑与宗周通封畿，

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10］1650《资治

通鉴》中唐代名臣褚遂良的一段话特别能说明

这一点：“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

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11］6207

具体来说，我们又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来

谈谈两京主体制形成的原因与作用：

（一）政治方面

本文主要是指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

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并且，

这种政治关系与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等皆有

所关联，它以政治集团为主要表现形式，以经

济、军事为主要支撑。

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欠发达的时期，政治集

团的数量少、独立性强。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

会的发展，不同地域、不同部族、不同共同体的

政治集团日益形成，这些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斗

也就开始了。两京主体制的本质，是占据统治

地位的政治集团为加强对已有的或潜在的敌对

政治集团的控制与防御设立的。两京之间的平

衡首先是政治的平衡。

具体地看：商朝的偃师商城主要是为了防

止夏人的反抗保留的；周朝的东都洛阳首先是

为了囚禁殷贵族和接受东方诸侯朝拜而设立

的；秦汉至唐，两京主体制都城是东西方政治集

团平衡的产物，统治集团多居于黄河中游的西

部，他们为了控制东部政治势力，多在黄河中游

的东部设陪都；两宋以后，西部政治集团日益衰

弱，中国成为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北方政治集

团和以经济、文化为基础的南方政治集团的角逐

之地，南北平衡型两京主体制体制建立。

（二）经济方面

两京之制，事关重大，与经济必然密切相

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写道：“地理环境的特

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

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

社会关系的发展。”［12］173经济是基础，如果没有稳

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固的上层建筑。

1.长安之经济意义

在中国古代早期文明中，西北地区比较发

达，尤其是西北的关中平原是黄河流域古代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曾是我国古代早期经济最

为发达的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地区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正因为如此，先秦、秦

汉、隋唐等多个朝代定都城于长安。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秦汉时期，黄河流

域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土地肥沃，适于人类生

存发展。从上古到两汉，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

是关中地区，一直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先秦时，

周人崛起于陕西渭河流域，建立了西周王朝，创

造了灿烂的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在此建

立了秦国并发展壮大，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

西部地区举世闻名的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就

是在此前后建立的，对当地农业发展起了重要

作用。而长安位于黄河流域中部的关中盆地，

平原辽阔，土地肥沃，河流密集，泾、渭、灞、浐、

潏、沣、滈、涝等水流经境内，有“八水绕长安”之

说，沃野千里，十分宜于农耕，能为人口众多的首

都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这也成为在此定都的重

要因素。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道：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

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其民犹

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

邪……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

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

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

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

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3261-3262

比较而言，此时的南方还很落后，生产力低下，

关中的优势则较突出。特别是西汉时期西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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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比较繁荣，开辟了贯通中西的大动脉——丝

绸之路。这条商路东起长安，向西可达地中海

沿岸，促进了东西方经贸往来和不同文明间的

交流。唐朝定都长安，以关陇地区作为全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朝的西部疆域超过了

汉朝，在西域地区设置了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

府，统辖西域。当时的长安城是著名的国际大

都会、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长安虽处关中平

原，但关中平原面积有限，当人口尚未膨胀之时，粮

食供应尚可。而隋唐之际，人口急剧膨胀，长安的粮

食供应日趋紧张，甚至出现了“逐粮天子”，经济问

题反成长安继续承担首都角色的重大障碍之一。

2.洛阳之经济意义

千年东都洛阳之建制，与其经济地位息息

相关。一个王朝自始至终都需要解决经济问

题，而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粮食问题。都

城建立后，由于城内人口众多，仅靠附近地区的

粮食生产常常是难以充足供应的，因此就需要

将粮食从其他生产地转运至首都。在东西两京

中，长安虽位于关中平原，土地肥沃，但仍不足以

自给；而洛阳不但不需要通过外运粮食解决自身

问题，反而它是全国粮食转运的中心。

西周时，成周成为全国征收贡赋的中心。

据《兮甲盘》铭文，周宣王命令兮甲（即尹吉甫）

“政（征）司成周四方责（积）”［13］，所谓“四方积”

是指诸侯上缴的贡赋。成周不仅是对周围“郊

甸”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而且是对四方诸侯征

收贡赋的中心，更是对四方被征服的夷戎部族

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自西周至隋唐，洛阳一

直扮演着长安经济主要支撑者的角色。

东汉时期，洛阳逐步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东起

点。而隋唐之际，号称盛世，长安靡费极甚，对洛

阳的经济依赖更为强烈。《通典·食货十·漕运》载：

“天宝中，每岁水陆运米二百五十万石入关。”［14］118

虽然两京之间有发达的水陆交通，但一旦关

中地区闹饥荒，就难以负担，连皇帝都要携宫廷

百僚到洛阳“就食”。在开皇十四年（594 年）的

一次灾荒中，隋文帝就被迫到洛阳就食，所以他

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逐粮天子”。而唐

太宗、唐高宗、唐玄宗也因粮食问题多次到洛阳

“就食”。景龙三年（709 年）关中饥荒，“是岁，关

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

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

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

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

子邪！’乃止”［11］6639。由此可以看出隋唐时期，粮

食的供给问题已成为朝廷最大的困扰和难题。

3.经济大势的转变与两京主体制的转换

漕运在古代中国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自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转漕问题就是运东方的粮

食以充实长安（宋以前），运南方的粮食以充实

开封（北宋）、北京（元明清），漕运的格局与两京

主体制的格局是一致的。从全局来看，最重要

的转运中心在中原的洛阳等地，从秦朝开始，这

一带就建有大型粮仓。所以，在洛阳设立两京

制陪都与漕运关系颇大。魏晋南北朝时期，北

方屡经战乱，南方相对安定，在生产开发方面有

着明显的进展。但北方毕竟有雄厚的经济文化

基础，只要局势稍有稳定，各方面就又能比较迅速

地恢复起来，仍然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

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虽然是政治中心，但

已称不上经济中心了，西北地区经济逐渐衰落，

长江流域的加速发展使得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

此，尤其是当时的扬州和益州，其经济上的繁荣

富庶应该是超过了长安和洛阳，故而有“扬一益

二”的说法。后来，经过五代和北宋约 220 年的

持续增长，到南宋时，全国的经济重心终于转到

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种经济大势的转变，成

为长期存在的东西走向的两京主体制转换为南

北走向的两京主体制的重要因素。

（三）军事与自然条件方面

古代设都，军事控制力常常是首先考虑的

因素。两京主体制陪都作为都城体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军事意义毋庸置疑。我们仍以东

西两都为例：古代中国地域广大，一个都城难以

统御全国。特别是都城偏居边地（如长安）时，

不利于统治者管辖全境，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

地方设置陪都，平衡设都，两都分别控制东西

方。两京各具天险，并且东西连片，形成对全

国的控制。就中国古代历史上两京主体制的主

角——长安和洛阳来说，特殊的地理条件是长

论中国古代多京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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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洛阳得以为都的自然原因。

长安四面环山，有“四塞之固”之称，“且夫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此亦扼天下之

亢而拊其背也”［2］2716。隋唐以后，中原政权的军

事威胁主要不再来自西北，而是逐渐转移到北

方和东北。长安的军事意义逐渐削弱，不再成

为首都或陪都也就理所当然。

洛阳地处河南省西部黄河中下游以南的伊

洛平原。它北临黄河、南据嵩岳、西接崤函、东

临虎牢。函谷、伊阙、广成、大谷、 辕、旋门、孟

津、小平津八关环卫于外，伊河、洛河、瀍河、涧

河四河纵横于内。邙山、秦山、龙门山、万安山

雄踞四方，所以洛阳素有“四险之国”之誉。洛

阳凭险足以固守，又因交通便利，广蓄物资可持

久。清人顾祖禹认为洛阳“河山拱戴，形胜甲于

天下”［15］2034，正是洛阳地理优势的真实写照。隋

炀帝在营建洛阳陪都的诏书中说：“然洛邑自古

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

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

‘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5］61

从整体上看，长安位于与西北少数民族征

战的前线，凭险以拒西北；而洛阳地处天下之

中，凭险以控中原。

（四）文化方面

就两京主体制都城体系而言，该体系中的

两京由于其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文化的

发展与繁荣也就成为应有之义了。“故西京有六

学之美，东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纷纶掩蔼，响流

无已。逮自魏晋，拨乱相因，兵革之中，学校不

绝，遗文灿然，方轨前代。”［16］1471我们以洛阳为例

说明两京主体制都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洛阳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国古

代关于伏羲、女娲、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的

神话传说，多传于此。1959 年以来，陆续在古洛

阳范围内的偃师、登封、巩义、渑池、孟津一带，

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

化、河南龙山文化遗址计 200 多处，可知洛阳所

处的河洛地区早期文明之绚烂，是中华民族率

先迈进文明历史的重要地区，河洛文化也常常

被被奉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我国古代

科技、教育、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许多重大

成就，都曾滥觞于此。东周礼乐在中国古代社

会影响深远；道学、佛学、理学都与此地大有渊

源；地动仪、浑天仪、候风仪发明于此；《汉书》在

此修成，魏晋文学在此兴盛；而隋代洛阳宏丽至

极，史载：“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

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

京制度穷极壮丽。”［5］1588

四、古人对两京的认知——两京

观念和制度渐成传统

自周朝以降，经秦汉，至隋唐，两京的观念

日益成熟。并且，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封建社

会的结束。

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从文献中“两京”一词

的使用情况来考察一下古人两京观念的发展情

况：笔者检索大量古籍，发现“两京”作为一个专

有名词，是从南北朝时开始出现的（见图 1）。如

谢灵运《会吟行》诗云：“两京愧佳丽，三都岂能

似。”唐代是“两京”一词第一个暴发式出现的时

期，是唐代两京主体制意义显著的标志。“两京”

一词暴发式出现还包括宋、明、清等朝。但这些

朝代的文献中所说的“两京”一词，除指代本朝

的两京外，有许多指代此前各朝的两京。而且，

越是时间靠后的朝代，文献中反映此前朝代内

容越多，如清朝文献中绝大多数的“两京”一词

图1 中国古代各时期文献中出现“两京”一词的数量图

（说明：本数据以《国学宝典古籍数据库》中的4903种文

献为检索对象，以其分期为基本依据，但将该数据库中部分

文献的归属关系做了调整。该数据库以文献形成的时间为

准，笔者做了部分调整，编纂于清代的《全唐文》和后晋修撰

的《旧唐书》因其文献来源于唐代，调整到唐代。但由于各

种文献的复杂性，文献归属朝代难以完全准确，所以以上数

据亦难以达到完全准确，但可以说明“两京”一词被使用的

大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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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代的此前各朝，尤其是唐、明两朝的两京。

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中国古代各时期

人们对“两京”的认知情况：

在西周，虽然两京业已形成，但西周文献中

未见“两京”一词，盖因其遗留文献数量少、两京

形成时间短之故也。

秦汉之际，虽然两京主体制已出现多时，东

京、西京、东都、西都等名称已出现，但“两京”并

称还很少见，在所检索的秦汉文献中未检索到

“两京”一词。汉代有著名的《两京赋》（张衡撰）

和《两都赋》（班固撰），《两京赋》实为《西京赋》

《东京赋》，《两都赋》实为《西都赋》《东都赋》，

《两京赋》《两都赋》只是后人赋予的合称。尽管

目前我们尚未在汉代文献中检索到“两京”并称

的情况，但其观念已渐趋成熟。

汉晋以后，经过西周至两汉历时一千多年

两京制的不断发展，使得“两京”逐渐成为一个

专有名词，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两京”一词。

如南朝谢灵运《撰征赋》有云：“窃强秦之三辅，

陷隆周之两京。”

南北朝后，“两京”的观念在唐朝人的意识中

已经十分清晰，检索到的唐代文献中的“两京”

一词达 471处之多（见图 1）。在唐朝帝王和大臣

的意识中，“两京”的存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唐高祖言：“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

迩。”［11］6004 唐太宗言：“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

京。”［17］3唐高宗言：“两京朕之东西二宅，来去不

恒。”［18］760 唐玄宗言：“则知帝业初起，崤函乃金

汤之地；天下大定，河洛为会同之府。”［19］261“三秦

九洛，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19］295 这

些都说明在唐朝皇帝的头脑中，有着清晰的东

西两京的意识。

宋代文献遗存较多，文献中“两京”一词检

索到的数量也较多，达 527 处（见图 1），所指代

的主要是西周、汉、唐及本朝的两京。如明人陈

全之《蓬窗日录》卷一载：“太祖以金陵为南京，

汴梁为北京，当动深长思矣。欲联属两京以制

天下。”［20］22-23

元代虽也实行两京主体制，但元代的汉语

文献中所说的两京多指唐宋两京，而非本朝两

京。如《文献通考》《宋史》中分别出现 64 处、47

处“两京”字样，所指主要是唐宋两京。

辽、金的多京制中往往没有起主体作用的

两京，除首都外，其他四京或五京常常没有地位突

出的一京与首都并称两京。所以，辽、金文献中的

两京，非两京主体制之两京，而是辽、金多京中

的某两京。如《金史》中有“中、西两京”［21］1808之

句，这里的中、西两京显然不是我们所说的两京

主体制的两京。

明代人士亦有清晰的本朝“两京”的观念。

明代文献中检索到 349 处“两京”字样（见图 1），

除指代此前各朝之“两京”外，亦有大量是指代

本朝的“两京”，并有明确的“南北两京”的说

法。如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略例

中写道：“周二京，汉两都，非其盛也。我朝两京

峙建，方初方盛，猗欤胜矣。《帝京》编成，适与刘

子薄游白下，朝游夕述，不揆固陋，将续著《南京

景物略》，已属草矣。博物吾友，尚其助予。”［22］26

清之两京是仿明制形成的，但盛京实则留

都，实际功能有所不足，难以形成真正的两京主

体制。因此，虽清代文献中出现的“两京”字样最

多，但多指代周、唐、明等前代之两京。当然，清

承汉制，对自己的龙兴之地颇为重视，所以，文献

中谈及本朝两京也是有的。如乾隆《帝都篇》中

有“幅员本朝大无外，丕基式廓连两京”［23］1之句。

总之，通过考察“两京”一词在古文献中出现

的频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关于“两京”的

观念，经历了西周、两汉等朝的酝酿，唐宋两朝之

渐趋成熟，以及明清之际的继承延续的发展过

程。这一过程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

间，是中国古人关于都城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郑天挺：《明清的“两京”》，详见《清史探微》，北京大

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刘中平：《明代两京制度下的南

京》，《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期；林旭：《从两京一都

制到两京制——明朝曲折的定都之路》，《安阳师范学

院学报》2016年第6期。②也有学者认为炎黄时期和夏

朝已有陪都，笔者未采信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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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ystem of the Two Capitals in Ancient China’s Multiple Capitals System

Ding Haibin

Abstract: The system of the two capitals originated in the Yin Dynasty, and has since undergone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the east-west balanced system and the north-south balanced system. The east-west balanced system was
the main form of the system of the two capitals in the multiple capitals system of ancient China. It began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continued through the Han and New Dynasties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d a more obvious north-south balanced system. The system of the two capitals was
generally accompanied by a dual syste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ith different forms and degrees of integrity. The
formation of the two capitals system was mainly due to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natur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factors. Because of the long existence of the two capitals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the ancient people had developed a
more mature concept of the “two capitals” and a higher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two capitals system. Transport
between the two capitals was an important matter, especially as the emperor travelled between them, not only on a
large scale and with great ceremony, but also with a large number of palaces and so on.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capital city; accompanying capital; two capitals system; multiple capital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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